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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　序

　 “珞珈史学文库”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

集。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。以后将根据情况，陆续

推出新的集子。

　　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。早在1913年，武汉

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。1930年武汉

大学组建史学系，1953年改名历史学系，2003年组建历史学院。一

批又一批著名学者，如李汉俊、李剑农、雷海宗、罗家伦、钱穆、

吴其昌、徐中舒、陈祖源、周谱冲、郭斌佳、杨人楩、梁园东、

方壮猷、谭戒甫、唐长孺、吴于廑、吴廷璆、姚薇元、彭雨新、石泉

等，曾在这里辛勤耕耘，教书育人，著书立说，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

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、繁荣的同时，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

上也留下了嘉名。其中，唐长孺、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。

　　改革开放30年间，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。1981年，

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。1987年，历史

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。1988年，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

学科。1995年，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

研究基地。1997年，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。1999

年，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。2001年，中国古代史再次被列为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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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重点学科。2007年，中国古代史第三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，世

界史新增为国家重点学科。2008年，历史学一级学科入选湖北省重

点学科。2001年，以中国古代史为核心的国家“211工程”二期建设

项目“中国文明进程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”启动。2008年，分别以

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史为中心的“211工程”三期建设项目“新资料整

理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研究”与“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的社会转型

与文化变迁研究”启动。目前，历史学院设有历史学、世界历史、考

古学三个本科专业；史学理论及史学史、考古学及博物馆学、历史

地理学、历史文献学、专门史、中国古代史、中国近现代史、世界

史、中国文化史、中国经济史、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史和地区国别

史等12个二级学科。在研究机构方面，设有中国3至9世纪研究

所、世界史研究所、历史地理研究所、中国文化研究所、中国经济与

社会史研究所、15至18世纪世界史研究所、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

世界研究所，以及简帛研究中心、科技考古研究中心。在前一辈学

者奠定的基础上，经过后继者的持续努力，逐步形成了严谨的学风

和优良的教风，确立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，断代史与专门

史、地区史与国别史相结合，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并重的学术特

色，成为武汉大学在海内外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之一。

　　历史学院的老师，在辛勤教书育人的同时，也为科学研究倾注

了大量心血，在各自从事的方向或领域，推陈出新，开拓前行，撰写

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。学院决定编撰教师个人的学术文

集，是希望各位老师把自己散见于海内外各种出版物上的代表性论

文加以整合。这样，通过一种文集，可以约略体现教师本人的研究

历程和领域；而于整体方面，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武汉大学历史

学的学科格局和学术风格。

　　每本文集的选篇和修订，由作者各自负责。学院教授委员会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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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选文集进行遴选，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。

　 “珞珈史学文库”的出版，得到了国家“211工程”三期建设项目

的支持，得到了武汉大学“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”的支持，得到了

商务印书馆各位领导和相关编辑先生的支持。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。

2010年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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鸦片战争与清朝对外政策的转变

　　鸦片战争曾引发了中国社会多方面的变化，其中最为迅速和明

显的，是清朝对外政策的转变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，其他变化都

是以清朝对外政策的转变为前提条件的。但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，

似还不够充分，某些相关的论点也值得商榷。因此，专门探讨一下

鸦片战争与清朝对外政策的转变问题，应该说是有意义的。

一、鸦片战争前清朝对外政策的回顾

　　

　　截至鸦片战争爆发前，清朝统治已持续了200多年。在这段时

间里，中外交往愈来愈频繁，因而对外政策也愈来愈成为清朝施政

的一项重要内容。这里要讨论的鸦片战争前清朝的对外政策，主要

是指道光帝当政以后即1821年至1840年间的对外政策。因为这个

时期清朝的对外政策，既继承了有清以来对外政策的传统，又具有

反映当时情况的新特点，由鸦片战争引起转变的，也正是这样的对

外政策。

　　鸦片战争前清朝对外政策，要而言之，就是道光帝在1835年

（道光十五年）的一次朱批中概括的两句话：“天朝体制断不可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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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夷衅端断不可启。”①

　　所谓“天朝体制”，就是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所持的原则立场

以及相应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。

　　在政治方面，清政府沿袭了封建统治者传统的“天朝上国”的

观念，把与之打交道的外国不加区分地一概视为朝贡国，对它们虽

不干涉其内政，也不图实际物质利益，但绝对要求其恪守臣服之

礼；而对“恭顺”、“虔敬”的外国，清廷必予褒奖施恩；如果外国对

清廷不守臣服之礼，则必遭清廷斥责。对于来华外国人，清廷也采

取严格的防范与管理措施，对其活动范围、时间、行动方式等等都

有限制，②如果外国人严重违反这些规定，清政府就采取停止贸易

和断绝生活物资供应的措施加以惩罚。外国人在华犯罪，由中国官

府行使司法审判权。对于从明末就被葡萄牙占据的澳门，清政府也

一直行使领土主权，规定葡人年纳地租，并对澳门制定了一套管理

措施。

　　在经济方面，清政府虽认为“天朝物产丰盈，无所不有，原不借

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”，但作为抚绥远人的措施，还是允许外国前来通

商。只是对通商作了一些限制：从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起将中外

贸易口岸限定为广州一处；外商对华贸易，只能通过清政府指定的

行商进行；对外商输出输入物品的某些种类、数量作一些限制；如

此等等。与此同时，对于鸦片贸易，清政府从雍正年间即明令严禁，

以后各朝也一再重申，嘉庆二十年（1815）清政府进而制定了《查

禁鸦片烟条规》，规定对来华外国船只必须逐船查验，发现载有鸦片

2　　近代中日论集

①

②

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《鸦片战争》（以下简称《鸦片战争》）Ⅰ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，第

208页。

这些措施集中反映在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先后订立的《防范外夷规条》、《民夷交易章

程》之中。



即将其货物全行驳回，不准贸易，如当事官员循规放纵，即严加办

理。①

　　在文化方面，清政府对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，允许他们运用自

己的知识为清政府服务，但为了防止他们结为一股势力，同时认为

西方宗教“原非中国圣人之道，愚民轻信误听，究非长远之计”②，

因而从康熙年间起，清政府就“不许传教于中国及直省，开堂者禁

之”③，以后各朝更是愈来愈严格地执行这种禁教政策。

　 “天朝体制”在道光朝以前，已经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对外政策体

系。这种对外政策体系，从来就不合乎西方殖民者的胃口，从很早

起，他们或者利用清朝官僚体制的弊端进行实际破坏，或者试图通

过外交途径予以打破，但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。到道光帝继位之

时，随着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更为迅速的发展，以武力作后盾的西方

殖民扩张势力越来越向中国逼近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，便向

“天朝体制”展开全面挑战：在政治方面，英国借1834年派遣驻华

商务监督之机，试图一反以往惯例，争取与中国官府文移平行，其

商务监督律劳卑在要求被拒绝后，还掀起一场激烈的武装冲突；律

劳卑之后，义律又在本国政府支持下反复提出上述要求；对于清政

府防范、管理外国人的措施，英国等国侵略者一再公然违犯，甚至

肆无忌惮地派遣间谍船只对中国沿海数省进行侦察窥探；与此同

时，对中国司法主权的践踏也由隐而显，道光年间，英国从不将在

华作恶的歹徒交给中国政府治罪。在经济方面，英国在1834年取消

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后，打破广东行商垄断对外贸易制度的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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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日趋强烈，同时主要由英国经营的鸦片贸易也正是在道光年间进

入高峰，1820年至1824年年平均输入量是1815年至1819年年平均

数的将近1.8倍，其后继续直线上升，1835年至1839年年平均输入

量又是1820年至1824年年平均数的将近4.5倍。在文化方面，尽管

清政府厉行禁教政策，但西方传教士从未放弃传教活动，道光年

间，天主教在中国13个省份均有活动，有天主教徒约30万人。

　　道光帝是在“天朝上国”观念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封建君主，他

御极时中国毕竟还是一个独立统一的大国，康、雍、乾三帝的文治

武功对他还有激励作用，从他个人情况看，也是想维持和巩固祖宗

基业的，其中也包括维护传统的“天朝体制”。因此，他对于英国等

国向“天朝体制”的挑战，不可能无动于衷、漠然置之，所谓“天朝体

制断不可失”，正反映出他的立场与态度，而这种立场与态度在“朕即

国家”的政治条件下，又化为清朝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面。

　　由于推行这种对外政策，清政府在政治方面断然拒绝英国所提

“文移平行”的要求，声称：即使外国官员，“亦安能与天朝命官通书

信”，“务须恪遵天朝体制……毋得再涉违制，自蹈愆尤”①；鉴于西方

侵略者种种藐法行为，为了加强对来华外国人的防范与管理，1831

年和1835年清政府两次将先前的有关规定重新整理和扩充，订立、

颁布《防范夷人章程》；对于在华犯罪的外国人，清政府仍坚持行使

司法主权，如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即正告庇护英国歹徒的义律：

英人在华犯罪，“岂得不交官宪审办? 且从前内地所办命案夷犯，历

历有据，各国无不凛遵，岂义律独可抗违此例乎？”② 在经济方面，

清政府对外一再重申它要坚持传统的对外通商制度，在取缔鸦片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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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方面也日趋严紧，终于在1838年掀起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，派林

则徐赴粤，收缴和销毁了外国鸦片贩子手中的2376254斤鸦片，沉

重打击了西方的鸦片侵略，震撼了世界。在文化方面，道光朝禁教

政策的推行较以往更为严厉，连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也不许西方传

教士进了，试图严防传教士深入内地，彻底制止他们的传教活动。

如此等等。

　　鸦片战争前清朝对外政策还有一个方面，即“外夷衅端断不可

启”，亦即尽量避免引起中外之间的严重冲突。

　　在道光朝以前，中外关系总体上比较平稳，但也发生过较严重

的冲突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清政府都是采取强硬立场，绝无畏惧、苟安

之意。道光朝的情形就不同了。在此时期，清政府是唯恐在中外关

系方面发生大的问题，总希望保持平安局面。道光二年（1822），某

船水手在伶仃杀人后逃走，清廷虽声明必须依法惩治，但又担心事

情闹大，而令广东当局小心处理，“勿致别生事端”。① 道光十二年

（1832）英船“阿美士德”号违禁北上航行侦察，清廷虽令沿海官员

设法驱逐，但当两江总督陶澍、江苏巡抚林则徐奏请派出文武官员

上该船搜查鸦片，“倘夷人胆敢抗违，即行多派水师弁兵，排列巡船，

申明禁令，示以声威”时，② 道光帝又斥责他们“所见大谬”，还质

问道：“若因此别生枝节，致启衅端，则责有攸归，该督等自问当此重

咎乎？”“岂能自作聪明，以致措施失当？”道光十四年，律劳卑率英

舰打破虎门炮台，闯入内河，挑起中英之间的严重冲突，清廷得知

后大为震惊，但在给广东当局的指示中，一方面要求“加以威慑，俾

知畏惧”，“不可稍事迁就”；另一方面又令其“不可遇事张皇，肇启边

衅”，显然不打算采取强硬手段解决冲突；冲突过后，道光帝认为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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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当局做到了“不失国体，而免衅端”，表示“朕颇嘉悦”。① 道光十

八年（1838），清政府鉴于鸦片贸易引起的银荒兵弱的严重危机，决

定派林则徐赴粤查禁鸦片，以拔本塞源，但即使在这时，清政府也

并非不担心引起边衅。林则徐赴粤途中，直隶总督、大学士琦善曾

告以“无启边衅”；②林则徐本人虽在当时判断收缴外国烟贩手中的

鸦片不会引起中英间大的冲突，但在出使时仍不免有“赴汤蹈火”

之感，当年在“阿美士德”号问题上道光帝对他的斥责，言犹在耳；

以后的事实也证明，道光帝对林则徐的支持，的确是以不启边衅为

限度的。

　 “外夷衅端断不可启”之所以在道光朝对外政策中占有重要位

置，并不是偶然的。这是清朝统治的衰落在对外政策上一种鲜明的

反映。通观清史可以看出，清朝统治自乾隆末期就开始走下坡路，

经过嘉庆朝剧烈的社会动荡，到了道光朝，更加呈现出江河日下的

状态，政治腐败，经济凋敝，国库空虚，武备废弛，同时阶级矛盾依

然激烈，人民反抗斗争接连不断。处于这种条件之下，道光帝不能

不为清朝统治的前途忧心忡忡，清政府势必要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

对付内部危机，相应的，在对外关系方面，就迫切希望在维护“天朝

体制”的前提下，尽量保持平稳局面，不致因对外关系问题而分散

用于维护对内统治的力量。这样一来，“外夷衅端断不可启”自然就

成为清朝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了。此外还应指出的是，清朝统

治到了道光朝已经败坏至极，统治集团中不少人还与鸦片贸易关系

甚密，从中获取巨大利益。在对外关系方面维持现状，避免严重冲

突发生，正是相关的贪官污吏愿望的反映。因此，“外夷衅端断不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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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”这一原则，在当时统治集团中也是相当有市场的。

　　对于鸦片战争前清朝的“天朝体制断不可失，外夷衅端断不可

启”的对外政策，应该怎样看待呢?

　　首先，笔者认为，这种政策是自主性的。所谓自主性，有两层意

思：一是指这种政策是清政府根据本身的情况和需要而制定和推行

的，并不受外部势力的影响和左右，反映出当时清朝所处的独立自

主地位；二是指这种政策的基本点在于贯彻和维护中国的国家权

益。一些西方学者，总是抓住清朝对外政策中反映出的“天朝上国”

观念及由此而形成的一些惯例大做文章，还把清政府防范、管理来

华外国人的措施指责为“可厌的限制”。其实，清朝自命为“天朝上

国”，主要是个观念问题，要求来华外国使节照办的惯例，也只是礼

节问题，实际上并未对西方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造成侵害和影响，抓

住这一点来为西方侵略中国辩解，完全是站不住脚的；至于清朝防

范和管理来华外国人的措施，纯属中国国家主权范围以内的事，其

中有些内容在今天看来也许失之琐细，但按当时的历史条件，应该

承认总体上有其价值。攻击这些措施“可厌”，并据以论证“侵略有

理”，完全是殖民者的逻辑。

　　其次，这种政策具有相当的盲目性。常识告诉我们，一个国家

的对外政策，既是其对内政策的延伸，又是其对外认识的反映。作

为对外政策的制定者，既要准确地把握本国国情，又要清楚地了解

外部世界状况，做到知己知彼，这样才能制定出恰当、有利的对外

政策。而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制定对外政策，却是在完全昧于外部形

势、困于传统观念束缚的情况下进行的。道光时期的世界，资本主

义的发展是那样迅速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势头是

那样凶猛，西方资产阶级打开中国大门的欲望是那样强烈。但对这

一切，清朝君臣一无所知，还是沉溺在陈腐的“天朝上国”观念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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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把西方国家视为不足道的“蕞尔小邦”，甚至连打了二百来年交

道的英国地处哪里都不知道。因此，鸦片战争前清朝对外政策完全

没有考虑到外部实际情况，具有相当的盲目性，而这本身就潜伏着

巨大危险。

　　第三，这种政策具有浓厚的保守性。“天朝体制断不可失，外夷

衅端断不可启”这两句话明显反映出维持现状的意向。从前述可

知，所谓“天朝体制”，基本是对传统的继承，原是道光朝以前中外

关系格局在清朝对外政策上的反映，在那时自有其推行的条件与效

能。但是到了道光朝，情况已发生巨大变化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

侵略势力愈来愈进逼中国，而中国自身的力量也在日益削弱，在这

样的条件下，仍要固守老章程，而不谋求新的对策，还一厢情愿地

希望把老章程平平安安地维持下去，当然是十分保守的。这种保守

性只能使清朝对外政策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，最终导致与其初衷相

反的结果。

　　第四，这种政策具有内在的矛盾性。“天朝体制”的重要内容就

是行使国家主权，对来华外国人进行防范和管理。而对于那些图谋

对华殖民扩张的侵略者来说，“天朝体制”久已被其视为打开中国大

门的巨大障碍。到了道光年间，他们的气焰越来越嚣张，叫嚷：“是什

么妨碍自由贸易扩展到整个中国沿海、增大到可以指明的界限以上

呢? 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恐怖”，为了打破这种“政治恐怖”，现在有必

要动用武力。①因此，清政府倘要坚持“天朝体制断不可失”，就势

必会与西方侵略者发生尖锐矛盾，所谓“外夷衅端”也终究不可避

免。然而清政府因昧于外情，完全不懂得这一点，居然把维护“天朝

体制”与避免引起“外夷衅端”凑在一起，作为对外政策的两个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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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，不能不说是自相矛盾。这种内在的矛盾性，必然会使清政府在

实际处理涉外问题时左右摇摆，也给了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待外来侵

略问题上持抵抗与妥协两种相反态度的派别以各自的凭借。

二、鸦片战争中清朝对外政策的转变

　　

　　1840年6月，英国为了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进而打开中国大

门，发动了鸦片战争。清政府在这场战争中从三心二意的抵抗走向

对英屈膝投降，其对外政策也相应地逐步发生逆转。

　　关于清朝对外政策在鸦片战争中的演变，指出其战和不定者有

之，认为清政府从天津谈判就已开始对英投降者有之。笔者以为，这

些看法对战前清朝对外政策缺乏必要了解，在判断清朝对外政策是否

转变问题上，也缺乏恰当标准，因而或流于就事论事，或失之于武断。

　　如上节所述，战前清朝对外政策本有“天朝体制断不可失，外

夷衅端断不可启”这两个侧面，占主导地位的是前一个侧面，而后

一个侧面因是出于为清朝统治求得安宁的外部环境的需要，也是重

要的指导方针；因此，作为政策，它本身就有左右摇摆的可能，我们

自不可因其发生摇摆就看成是政策本身发生了重大转变。判断清朝

对外政策是否发生转变，恰当的标准应是看清朝是否屈从英国的要

求、丢掉它一贯维护的“天朝体制”。本着这些认识，笔者认为清朝

对外政策在鸦片战争中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，大体可分三个阶

段：从鸦片战争爆发到广东中英谈判交涉，为第一阶段（1840年6

月 1841年1月）；从清政府首次对英宣战到其批准广州停战的协

定、对英妥协，为第二阶段（1841年1月 1841年8月）；从英军再

次北犯到清政府同意全盘接受英国侵略要求、进而签订《南京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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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》，为第三阶段（1841年8月 1842年7月）。

　　先说第一阶段。英军攻陷定海，陈兵天津海口，向清政府递交

巴麦尊照会。这些重大事变，使清廷大惊失色，它很快就显示出希

望息事宁人的意向。清廷令沿海守军“不必遽行开枪开炮，倘有投

递禀帖情事……即将原禀进呈”。接到巴麦尊照会后，清廷全面拒绝

了其中所提各项要求，同时又决定将在粤主持禁烟而为英国所攻击

的林则徐等，加以“措置失当”罪名，“重治其罪”，为英国“代申冤

抑”。随后，琦善奉命在大沽口和广州与义律谈判交涉，清廷也在英

舰从天津南下后明令将林则徐等革职查办。但英方仍坚持各项侵略

要求，并在广州谈判陷入僵局后悍然进犯大角、沙角炮台，强占香

港。于是，清廷对英态度逐渐强硬，终于在1841年1月27日下诏对

英宣战，表示要将英军“痛加剿洗，聚而歼旃”。① 与此同时，清廷

对一味妥协退让的琦善和负责浙江军务而不努力收复定海的伊里布

也深表不满，最终将他们革职治罪。

　　从这一阶段的情况看，清政府显然对英国作出了妥协让步，具

体表现是：允许英军在天津递交“禀帖”，派重臣在天津、广州与英

方谈判，承认英国在禁烟运动中蒙受了“冤抑”，将林、邓革职以为

英国“申冤”，等等。从实际效果看，这些妥协让步从根本上打击了

正义的禁烟运动，顺从了英国侵略者的一个重要目的，严重瓦解了

中国御敌的防线，影响十分恶劣，预示了战争的阴暗前景。但同时

也应指出，在这个阶段，清政府在主观上并未改变其战前的对外政

策。首先，观其处理中英矛盾的方针，包括全面拒绝英国各项要求

与惩处林、邓为英国“申冤”两个方面。前者显系出于维护“天朝体

制”的考虑，后者则是为了平息英人怨恨、消解衅端。这一解释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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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英军南下后道光帝对伊里布奏折的朱批来证明：“总要上不伤国

体，下不开边衅。”① 这可以说是“天朝体制断不可失，外夷衅端断

不可启”的重申。其次，从清廷的实际做法看，尽管是在妥协让步，

但在“体制”攸关处，仍然一如既往：答复英方要求，不用政府正式

文件，而以当事官员名义“传谕”；对英方要求条条驳回，而采取传

统的罢黜有关官员的内政措施以示妥协姿态；对英军南下后坚持侵

略要求和武力进犯等行径十分愤慨，不甘屈从；认为琦善、伊里布

所为有失“天朝”尊严而严加斥责和惩处。这都说明当时的清政府

的确还是想维护“天朝体制”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清廷的种种表现也证明它是尽量寻求消解衅端的途

径，只是在事实证明这种意图没有办法实现、看出英国必欲破坏

“天朝体制”而后已的情况下，才不得不对英宣战。

　　再说第二阶段。清政府对英宣战后，调集数省清军赴粤，发动

剿英战役。结果清军一败涂地，奕山等无耻降敌，订立屈辱的“广州

停战协定”，向英军交出600万元“赎城费”，将清军撤离广州城，并

恢复中英贸易。奕山等的投降行径，事后得到了清廷的批准，清廷

在申明英军必须“立即退出外洋、缴还炮台，仍须凛遵前定条例

……不准夹带违禁烟土”的前提下，同意英国“照常贸易”。② 同

时，它又加剧了对林、邓的迫害，将他们“从重发往伊犁”。③并且，

它还不顾两江总督裕谦等的反对，强令沿海撤军。

　　关于这一阶段清政府对英的举措，有论者认为它之所以批准

“广州停战协定”，是由于听信奕山等谎报“军情”所致。这种看法

是不正确的。在广州剿英战役前，清政府在断绝对英贸易问题上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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